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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清洁行动、
人口流动与中国城市规模演化

杨　 勇　 赖筱威　 郭秀锦∗

　 　 摘要: 本文以“大气十条”和“蓝天保卫战”两次国家级大气清洁行动计划为

准自然实验ꎬ运用多期 ＤＩＤ 和工具变量法ꎬ基于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 年中国 ２７５ 个地级市

数据ꎬ研究大气清洁行动对中国城市人口流动与城市规模的作用ꎬ并综合 Ｂａｃｏｎ 分

解、事件研究法和其他稳健性估计方法诊断交叠 ＤＩＤ 双向固定效应估计量的偏误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大气清洁行动通过空气质量偏好机制影响人口流动ꎬ显著扩大了重

点控污城市的人口规模ꎻ进一步研究发现大气清洁行动对高学历人口和年轻个体

影响更为明显ꎬ进而优化重点控污城市人口学历与年龄结构ꎻ同时大气清洁行动有

助于提高重点控污城市在中国城市层级体系中的位序ꎮ 本文结论为中国城市主动

提升污染治理意愿提供了理论激励ꎬ扩展了吸引高素质劳动力和提升城市规模的

工作思路ꎮ
关键词: 大气清洁行动ꎻ人口流动ꎻ城市规模ꎻ城市层级ꎻＴＷＦＥ 估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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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中国城市发展竞争愈演愈烈ꎮ 地方政府为了追求规模优势和区域

影响力ꎬ努力扩大城市规模ꎮ 巨额人口流动为城市扩张提供澎湃动力ꎬ在北上广深等超大型

城市形成的同时ꎬ成都、武汉、东莞等城市脱颖而出ꎬ以远高于同级城市的速度成长ꎬ成为重

构中国经济版图的重要力量ꎮ 但是ꎬ“城长”的烦恼时刻困扰着城居生活ꎬ其中大气污染因严

重降低城市生活质量而被深恶痛绝ꎮ 大气污染不仅损害婴幼儿和成人身体健康ꎬ引发呼吸

道、心血管等多种疾病并缩短人均寿命(Ｓｃｈｌｅｎｋｅｒ ａｎｄ Ｗａｌｋｅｒꎬ２０１６)ꎻ而且会危及精神健康ꎬ
降低幸福指数和增加抑郁症发生概率(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７)ꎮ 因此ꎬ在大气污染严重期间ꎬ基
于身心健康考虑ꎬ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考虑环境移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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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空气质量ꎬ连续实施多轮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ꎮ 国务院 ２０１３
年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气十条”)ꎬ要求“分区域ꎬ分阶段”治理“以可吸入颗

粒物(ＰＭ１０)、细颗粒物(ＰＭ２.５)为特征污染物的区域性大气问题”ꎬ对以京津冀、长三角和

珠三角为防治重点区域的细颗粒物浓度限定了严格的阶段性指标ꎮ 但是ꎬ现阶段污染治理

的本质是经济发展与治污成本之间的权衡(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８)ꎮ 大气污染防治不仅要求重点

控制区政府支出巨额财政资金ꎬ而且需要包括去产能在内的各种政策进行配合ꎮ① 因此ꎬ地
方政府缺乏积极治理污染的有效激励ꎮ 中央制定控污目标与地方负责执行的治理模式只能

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维持ꎬ导致大气污染难以根除ꎬ污染物指标和污染地区此起彼

伏ꎮ ２０１７ 年“大气十条”行动计划结束后ꎬ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 ＰＭ１０ 和 ＰＭ２.５
污染得以缓解ꎬ但是整体的空气质量依然难言乐观ꎬ这是 ２０１８ 年启动新一轮«打赢蓝天保卫

战三年行动计划»(“蓝天保卫战”)的重要原因ꎮ
城市人口规模是流动人口权衡城市间收益、成本和宜居水平后用脚投票的结果(Ｄｅｓｍｅｔ

ａｎｄ Ｒｏｓｓｉ－Ｈａｎｓｂｅｒｇꎬ２０１３)ꎮ 作为城市宜居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ꎬ既有数据显示空气质量改

善有助于人口流入(见图 １)ꎮ 大气清洁行动作为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重要政策冲击ꎬ如何

影响人口流动与城市发展格局? 在当前美丽中国建设和区域竞争背景下ꎬ这个问题的答案

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ꎮ 如果证明大气污染治理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正向关系ꎬ那将为中国

地方政府大气污染防控提供有效的正向激励ꎬ有助于控污城市将被动治污压力转化为主动

治污意愿ꎬ进而为城市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思路ꎮ

　 　 注:ｙ 轴表示城市 ２０２０ 年相对于 ２０１０ 年常住人口变化量(ΔＰＯＰ)ꎬｘ 轴表示城市 ２０２０ 年比 ２０１０ 年

ＰＭ２.５减少量(ΔＰＭ２.５)ꎮ

图 １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城市常住人口变动与 ＰＭ２.５ 改善散点图

因此ꎬ本文以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８ 年实施的两次国家级大气清洁行动计划为准自然实验ꎬ运
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 年中国 ２７５ 个地级市相关数据ꎬ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法(ＤＩＤ)考察大气清洁行

０９

①«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第一条“加大综合治理力度ꎬ减少多污染物排放”、第二条“调整优化产

业结构ꎬ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主要都是压缩淘汰过剩产能减少污染物排放ꎬ第三条和第五条也部分涉及淘

汰过剩产能ꎻ«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第一条“调整优化产业结构ꎬ推进产业绿色发展”ꎬ主要也

是依靠降低污染行业产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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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对中国城市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和城市层级演化的影响ꎬ并使用 Ｂａｃｏｎ 分解等方法来诊断

交叠 ＤＩＤ 双向固定效应(Ｔｗｏ－Ｗａｙ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ꎬＴＷＦＥ)估计量可能存在的偏误问题ꎬ得到

较为稳健的研究结果ꎮ 研究发现:(１)相比非重点控制城市ꎬ大气污染重点控制城市的流动

人口和户籍人口规模得到显著增长ꎻ(２)大气污染重点控制城市中高学历人口和非老年人口

的数量和占比增长更快ꎬ显示出大气清洁行动改善了相关城市的人力资源结构ꎻ(３)大气清

洁行动提升了重点控制城市在城市层级体系中的位序ꎬ证明大气污染治理有助于重点控制

城市更快提升其城市排序ꎮ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已有相关的经典文献进行综述ꎻ第三部分陈述研究

的制度背景、提出研究假说和相应的实证框架ꎻ第四部分将报告基准回归结果并诊断和解决

交叠 ＤＩＤ 的 ＴＷＦＥ 估计量偏误ꎻ第五部分进一步分析大气清洁行动对城市人口结构和城市

层级演化的影响ꎻ最后是结论以及政策启示ꎮ

二、文献综述

人口流动是城市规模变动和城市层级演化的基础ꎬ本文研究中国近十年来的大气清洁

行动对城市人口流动和城市层级演化的影响ꎬ将根据研究主旨从以下方面梳理既有文献:
第一ꎬ人口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ꎮ 影响人口流动的经济因素中ꎬ更好的就业机会

(Ｋｒｕｇｍａｎꎬ１９９１)、更高的收入预期(陈林、肖倩冰ꎬ２０２０)和更合意的房价水平(周颖刚等ꎬ
２０１９)等始终是刺激人口流动的根本因素ꎮ 与本文研究主题密切相关ꎬ城市空气质量与变化

对流动人口选址的影响也一直被关注ꎮ 国内外不少研究已经发现城市的治污政策可以改善

空气质量ꎬ提高居民生活质量ꎬ从而吸引劳动者流入ꎮ Ｂａｎｚｈａｆ 和 Ｗａｌｓｈ(２００８)运用倍差法分

析初始污染水平和污染变化对人口迁移和人口结构的影响ꎬ结果发现减少有害气体有利于

增加土地需求ꎬ并且改变人口分布结构ꎮ Ｔｒａ(２０１０)利用离散选择均衡模型评估 １９９０ 年«清
洁空气法修正案»(Ｃｌｅａｎ Ａｉｒ Ａｃｔ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ꎬＣＡＡＡ)的政策效应ꎬ结果发现 ＣＡＡＡ 带来的空

气质量改善改变了人口住房选择和价格ꎬ同时 １９９０ 年至 ２０００ 年期间洛杉矶地区的空气质

量改善为居民家庭提供了大量利益ꎮ Ｑｉｎ 和 Ｚｈｕ(２０１８)开发“移民”在线搜索指数作为中国

城市每日移民兴趣的代理变量ꎬ探讨空气污染对劳动力移民兴趣的影响ꎬ结果显示城市当天

空气质量下降会导致本市次日“移民”搜索量显著增加ꎬ当空气质量为重度污染时这种效应

更为明显ꎮ 孙伟增等(２０１９)基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ꎬ研究空气

污染与流动人口就业选址之间的关系ꎬ结果表明空气污染会降低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ꎬ
并显著影响流动人口就业选址ꎮ

第二ꎬ大气污染与治理对城市人口结构的影响ꎮ 流动人口存在文化、年龄、社会经验和

个人偏好差异ꎬ因此空气污染对流动人口的选址行为是否存在异质性影响? 从学历角度看ꎬ
杨金玉(２０２１)将中国地级市的空气质量数据与上市企业高管简历匹配ꎬ基于断点回归方法

研究空气污染对企业高管流动的作用ꎬ结果表明空气污染显著增加了高管流出该城市的概

率ꎬ并倾向选择空气质量良好的城市定居ꎮ 从年龄结构看ꎬＣｈｅｎ 等(２０２２)利用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研究空气污染对中国人口迁移的影响ꎬ结果显示空气

污染显著影响了地区间人口的流动ꎬ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些环境移民主要是受过良好教育和

年轻的专业人士ꎬ这改变了中国县域人口和劳动力的社会人口组成ꎮ 李丁等(２０２１)使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ꎬ探讨严重大气污染与劳动力跨区 /国移民以及人口区

１９



杨　 勇　 赖筱威　 郭秀锦:大气清洁行动、人口流动与中国城市规模演化

域再配置效应ꎬ发现大气污染显著促进了本地户籍劳动力的跨区 /国移民ꎬ同时空气污染导

致人口从中西部向东部地区的再配置ꎬ异质性分析发现空气污染只对 １６ 岁到 ７０ 岁年龄段

的劳动力流出有显著影响ꎮ
第三ꎬ大气污染与治理对城市规模与层级演化的影响ꎮ 空气质量作为城市宜居性的重

要影响因素ꎬ城市治污政策如何影响城市规模? Ｄｅｓｍｅｔ 和 Ｒｏｓｓｉ－Ｈａｎｓｂｅｒｇ(２０１３)通过空间

一般均衡模型和结构式估计分析城市特征对城市规模的影响ꎬ反事实估计结果显示包括宜居

性在内的城市特征确实影响了美国与中国的城市规模ꎬ更好的宜居性和更高的城市效率会导

致更大的城市规模ꎮ 韩峰和李玉双(２０１９)基于公共服务供给角度研究城市规模的变动机制ꎬ
结果表明环保类的公共服务增加有利于扩大其城市规模ꎮ 对于治污政策是否会进一步改变城

市层级分布ꎬ当前没有文献专门研究ꎬ但是有研究表明环境污染等会影响城市层级分布

(Ｇｌａｅｓｅｒ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８)ꎮ Ｙａｎｇ 和 Ｗｅｎ(２０２２)考察城市治污意愿与城市规模和层级演化的关系ꎬ
结果显示城市治污意愿对于提升具有较高生产效率城市的层级位序有重要作用ꎮ

综合既有研究ꎬ国内外在大气污染治理与人口流动方向已经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ꎬ但依

然存在较大的扩展空间:(１)既有研究多从大气污染对人口流动影响角度展开分析ꎬ本文从

污染治理出发分析大气清洁行动对人口流动和城市规模变化的作用ꎬ试图为激励大气重污

染城市主动控制污染水平寻找研究证据ꎻ(２)既有研究多是分析某一治污政策的影响而忽略

了其他污染政策的影响ꎮ 本文考虑了样本期内多次污染治理政策的影响ꎬ并通过 Ｂａｃｏｎ 分

解等方法诊断交叠 ＤＩＤ 可能存在的偏误问题ꎬ在研究方法上提供了新尝试ꎮ

三、政策背景和研究设计

(一)政策背景

中国一直高度关注空气污染治理ꎮ 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中央政府对大气污染

的治理决心与力度越来越大ꎬ大致是以 １０ 年为一个周期制定大气污染物防控规划ꎬ将越来

越多的污染物纳入防控治理范围ꎮ 具体而言ꎬ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至 ２０００ 年前后主要控制二

氧化硫和悬浮颗粒物排量ꎻ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期间的目标是总量控制各类污染物ꎬ确保二氧化硫

排量见顶下降ꎻ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期间主要控制 ＰＭ２.５ 和 ＰＭ１０ 浓度ꎬ打赢蓝天保卫战ꎮ
本文样本期内ꎬ２０１２ 年国务院批复«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ꎬ规划“十二

五”期间的重点控制区与 ＰＭ２.５ 和 ＰＭ１０ 等特征污染物的防控目标ꎻ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８ 年国务

院分别提出并实施“大气十条”和“蓝天保卫战”行动计划ꎬ治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汾

渭平原等地区的大气污染问题ꎬ“大气十条”和“蓝天保卫战”行动计划分别包括 ２９ 个和 ６５
个重点控制城市ꎮ 相对于“大气十条”ꎬ“蓝天保卫战”行动中珠三角地区退出了重点区域ꎬ
增加了汾渭平原等地区ꎮ 同时ꎬ环保目标的落实和环保法规的执行日趋严格ꎮ «环境保护部

约谈暂行办法»和«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在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相继颁布ꎬ２０１９ 年印发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ꎬ确定了 ５ 年一轮的常态化环保督查制度ꎮ 随着中央与

地方政府加强大气污染的防控力度ꎬ大气质量恶化的局面得到初步遏制ꎬ部分地区的特征污

染物浓度大幅下降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随着人口流动与城市化推进ꎬ中国城市发展格局日新月异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ꎬ中国已经形成 ７ 个超大型城市和 １４ 个特大型城市ꎮ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间有 １８４ 个城市

人口扩张ꎬ１５４ 个城市人口收缩ꎬ其中城市人口增量超过 １００ 万的有 ３２ 个ꎮ 人口增量前 １５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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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分别为深圳、成都、广州、西安、郑州、合肥、杭州、重庆、长沙、武汉、济南、佛山、苏州、
北京和东莞ꎬ其中有 １２ 个城市处于重点控制区ꎮ 经过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的两次大气清洁行动

后ꎬ 京津冀、 成渝、 长三角、 珠三角等地区的 ＰＭ２.５ 污染显著改善ꎬ 这些重点控制区域的

ＰＭ２.５下降更为明显ꎻ同时 ＰＭ２.５ 改善城市的人口增量普遍较大ꎮ
空气质量是影响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ꎮ 因此ꎬ中国政府对重点污染地区实施大气清洁

行动是否影响了人口流动? 进一步地ꎬ大气清洁行动是否改变了中国城市层级体系的位序

关系与发展格局? 这些问题的答案将为解决污染区城市缺乏主动控污激励提供新的思路ꎮ
(二)研究假说

大气清洁行动对人口流动的作用首先来自空气质量偏好机制ꎮ 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

曾说ꎬ人们来到城市ꎬ是为了生活ꎬ人们居住在城市ꎬ是为了更好的生活ꎮ 空气质量影响城居

生活质量ꎬ是人口流动和城市规模变化的重要因素ꎮ 良好的空气质量可以直接影响区内劳

动力供给和个体的工作和生产效率ꎬ从而影响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 Ｚｉｖｉｎ ａｎｄ Ｎｅｉｄｅｌｌꎬ
２０１２)ꎻ洁净的空气还可以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幸福感和精神健康水平(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７)ꎮ
因此ꎬ已有文献既证明影响区域空气质量的大气清洁行动能够提升生活质量并影响人口流

动(Ｔｒａꎬ２０１０)ꎬ也证明中国区域大气状况会影响人口区域间迁移(孙伟增等ꎬ２０１９)ꎮ
同时ꎬ大气清洁行动还会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机制影响人口流动ꎮ 一方面ꎬ环境规制存在

产业转移效应ꎬ即增加污染企业生产成本并促使其向环境规制强度低的地区迁移(沈坤荣

等ꎬ２０１７)ꎬ这会导致相关行业人口流出ꎻ另一方面ꎬ环境规制也会激励企业改进技术水平ꎬ产
生创新补偿效应ꎬ从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ꎮ 由于资源禀赋是决定城市产业结构的主要因素

(郭凯明等ꎬ２０２０)ꎬ因此环境规制带来的产业转移效应虽会引致一定程度的要素外流ꎬ但也

会通过对高污染企业的挤出效应实现对区内企业的强制性“精洗”ꎬ有利于当地产业升级并

对冲产业转移效应导致的人口流失(余泳泽等ꎬ２０２０)ꎮ 因此ꎬ产业结构调整机制对人口流动

的影响可能并不如空气质量偏好机制直接ꎮ
此外ꎬ大气清洁行动对人口流动的作用效果还与城市要素禀赋和发展阶段等城市特征

密切相关ꎮ 城市要素禀赋和发展阶段等城市特征不仅会影响城市对人口的吸纳能力ꎬ而且

会影响企业配合政府治污行动的意愿ꎮ 李虹和邹庆(２０１８)发现对于以第二产业为主的资源

型城市ꎬ资源禀赋在环境规制对产业转型的影响中发挥负向作用ꎬ环境规制能够倒逼城市产

业转型ꎬ且环境规制与资源禀赋对城市产业转型存在显著门槛效应ꎮ 综上分析可得研究假

说 １:
假说 １:大气清洁行动主要通过空气质量偏好机制影响人口流动并吸引更多人口流入重

点控制城市ꎬ但是政策作用效果会因城市要素禀赋和发展阶段差异而有所不同ꎮ
大气清洁行动影响了人口迁移ꎬ那么这种迁移如何影响相关城市的人口结构ꎬ同时是否

会影响这些城市人力资源积累? 个人对空气污染危害的判断取决于其对空气污染知识的了

解程度ꎬ只有掌握空气污染相关知识才能更准确地认知危害并提高关注度ꎮ 通常而言ꎬ受教

育水平较高的个体拥有的环境知识明显多于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ꎮ 高学历人口对空气污

染的危害信息感知能力更强ꎻ同时ꎬ他们收入水平更高ꎬ在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追求高

质量空气环境的欲望更加强烈ꎮ 此外ꎬ不同学历个体在就业市场竞争力差异很大ꎬ高学历个

体对就业选择和居住地选择的自主权更大ꎮ 因此ꎬ空气质量对有更高流动欲望和能力的高

学历人口影响更大ꎬ促使高学历和高收入群体向空气质量良好的区域环境移民(孙伟增等ꎬ
３９



杨　 勇　 赖筱威　 郭秀锦:大气清洁行动、人口流动与中国城市规模演化

２０１９ꎻ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２)ꎮ
另一方面ꎬ高学历群体的环境移民是否会影响城市人口的年龄结构? 由于环境移民主

要由良好教育个体和年轻专业个体组成(李丁等ꎬ２０２１ꎻ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２)ꎬ这种环境移民不

仅会增加流入城市的在职年龄段人口的数量与比重ꎬ也会通过子女随迁进一步改善流入城

市人口的年龄结构并提升人力资源的积累ꎮ 同时ꎬ环境规制推动的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也会

吸引高学历人口流入ꎬ从而促进城市人力资源积累ꎮ 经过历次大气清洁行动ꎬ中国大气污染

重点控制区内相关城市的空气质量得到极大提升ꎬ结合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说 ２:
假说 ２:大气清洁行动吸引更多高学历和年轻个体向空气质量改良城市迁移ꎬ优化了相

关城市的人口学历与年龄结构ꎮ
空气质量会非常显著地影响城市居民的幸福感(Ｂａｎｚｈａｆ ａｎｄ Ｗａｌｓｈꎬ２００８)ꎬ是环境移民

考察城市生活质量与宜居性的重要参考指标ꎮ 如果大气清洁行动可以提升环境移民对重点

控污城市的吸引力ꎬ那么能否进一步提升这些城市在城市层级中的序位?
城市体系由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历史文化与自然环境等因素综合决定ꎮ 因此ꎬ影响人

口流动并重新分布的因素必然会改变城市的层级体系ꎮ 新经济地理学 (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ꎬＮＥＧ)理论已经证实ꎬ以自然要素为主的第一自然和人为因素形成的第二自然力

量都会驱动劳动力流动ꎮ 其中ꎬ人为力量形成的向心力(高收入、知识与技能提升、劳动力

池、消费经济性等)与离心力(高工资成本、高生活成本、环境污染)是推动城市格局变化的

重要力量ꎮ 对于大气污染重点控制城市ꎬ聚集力量并没有完全显现ꎬ城市规模并没有达到最

优规模ꎮ Ａｕ 和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６)认为中国大城市的规模还需要进一步扩展ꎮ 因此ꎬ如果环

境规制能够提升重点控制城市的空气质量ꎬ抑制离心力对环境移民外流的引导作用ꎬ那么城

市规模将在聚集力作用下进一步膨胀ꎮ 因此ꎬ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３:
假说 ３:大气清洁行动促进了空气质量改良城市对环境移民的吸引力ꎬ有助于提升其在

城市层级中的序位ꎮ
(三)研究方案

为了就大气清洁行动对中国的人口流动和城市规模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ꎬ本文以«大气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气十条”)和«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蓝天保卫战”)为
政策冲击ꎬ运用双重差分法(ＤＩＤ)和工具变量(ＩＶ)展开研究ꎮ

１.双重差分法(ＤＩＤ)
近十多年来ꎬ中央政府推动的大气清洁行动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２０１３ 年发布的“大气十

条”行动计划重点控制区域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ꎻ ２０１８ 年实施的“蓝天保卫战”行
动计划重点控制区域为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和汾渭平原地区ꎮ 本文将以这两次国家级大

气清洁行动作为政策冲击ꎬ将其指定的重点控制城市作为实验组ꎬ采用多期 ＤＩＤ 方法识别大

气清洁行动对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ꎬ实证模型设定如式(１):
ｌｎｐｏｐｉｔ ＝α ＋ βｄｉｄｉｔ＋θＸ ｉｔ＋ λ ｉ＋ κｔ＋ εｉｔ (１)

式(１)中:ｔ 代表年份ꎬｉ 代表地级市ꎻｌｎｐｏｐｉｔ表示城市 ｉ 在第 ｔ 年的人口规模ꎻｄｉｄｉｔ是本文关注

的核心变量ꎬ为是否成为大气清洁行动计划重点控制城市的虚拟变量ꎬ城市 ｉ 在样本期成为

重点控制城市时赋值为 １ꎬ否则为 ０ꎬ其系数 β 衡量大气清洁行动对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ꎻＸ ｉｔ

为地区特征控制变量ꎻλ ｉ表示地区固定效应ꎬκｔ代表时间固定效应ꎬεｉｔ为随机误差项ꎮ
２.工具变量法( ＩＶ)
式(１)基准回归中虽然控制了城市层面变量、年份和地区固定效应ꎬ但是仍然可能遗漏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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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ꎮ 此外ꎬ城市规模会影响工业污染物的排放强度ꎬ即可能存在反向因果ꎮ 因此ꎬ本文需

要为核心解释变量是否成为重点控制城市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ꎮ 参考 Ｈｅｒｉｎｇ 和 Ｐｏｎｃｅｔ
(２０１４)的思路ꎬ本文采用当地空气流通系数作为工具变量ꎮ 具体而言:大气污染物扩散主要

取决于两个自然气象因素:一是大气边界层高度ꎬ较高大气边界层有助于污染物纵向分散ꎻ
二是风速ꎬ较大风速有助于污染物横向扩散ꎮ 将空气流通系数定义为 ＶＣ ｉｔ ＝ ＷＳｉｔ× ＢＬＨｉｔꎬ其
中 ＶＣ ｉｔ、ＷＳｉｔ与 ＢＬＨｉｔ分别表示空气流通系数、大气边界高度和风速ꎮ ＷＳｉｔ和 ＢＬＨｉｔ数据来自欧

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ＥＣＭＷＦ)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ｍ 数据库的经纬度栅格气象数据ꎬ本文根据中国

城市的经纬度来匹配 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ｍ 数据库ꎬ进而计算出样本期中国相关城市的空气流通系

数 ＶＣ ｉｔꎮ 空气流通系数 ＶＣ ｉｔ越大(小)ꎬ该地监测到高浓度污染物的可能性越低(高)ꎬ相关城

市被选为重点控制城市的可能性就越小(大)ꎬ相关性假定可以得到满足ꎻ同时空气流通系数

取决于由复杂地理条件和气象系统外生决定的风速和大气边界层高度ꎬ能够满足外生性假

设ꎮ 因此ꎬ理论上空气流通系数可以作为本文的工具变量ꎮ
３.交叠 ＤＩＤ 偏误诊断与稳健估计量

本文使用样本期内的两次大气清洁行动作为准自然实验ꎬ存在两个处理期且不同城市

先后设立为重点控制城市ꎬ这让本文的研究方案更为完整ꎮ 但是ꎬ这种交叠 ＤＩＤ(Ｓｔａｇｇｅｒｅｄ
ＤＩＤ)可能会存在时间异质性处理效应ꎬ从而导致 ＤＩＤ 双向固定效应总估计量有偏ꎮ 解决交

叠 ＤＩＤ 双向固定效应估计量偏误问题是当前理论计量重要的研究方向ꎮ 基于既有研究成

果ꎬ本文将通过 Ｂａｃｏｎ 分解、事件研究法和其他稳健估计来诊断偏误并得到稳健估计量ꎮ
第一步ꎬＢａｃｏｎ 分解ꎮ Ｇｏｏｄｍａｎ－Ｂａｃｏｎ(２０２１)提出 ＴＷＦＥ 的总 ＤＩＤ 估计量由三类 ＤＩＤ 政

策效应加权平均值得到ꎬ即“处理 ｖｓ 从未处理”、“先处理 ｖｓ 后处理”和“后处理 ｖｓ 先处

理”ꎮ 具体到本文ꎬ三类 ＤＩＤ 分组分别为:(１)“设立重点控制的城市”ｖｓ“从未设立重点控制

的城市”ꎻ(２)“先设立重点控制的城市”ｖｓ“后设立重点控制的城市”ꎻ(３)“后设立重点控制

的城市”ｖｓ “先设立重点控制的城市”ꎮ 显然第(３)组是“不好”的对照组ꎬ将可能导致 ＴＷＦＥ
估计量的偏误ꎮ 本文将根据 Ｂａｃｏｎ 分解结果得到各组估计量与权重ꎬ进而判定“不好”对照

组对 ＴＷＦＥ 估计量最终平均处理效应的影响ꎮ
第二步ꎬ事件研究法ꎮ Ｇｏｏｄｍａｎ－Ｂａｃｏｎ(２０２１)认为可以使用面板数据事件研究法来解

决渐进 ＤＩＤ 引起的 ＴＷＦＥ 估计量偏误问题ꎮ 结合本文研究主题ꎬ参考既有相关文献将模型

设定如下:

ｌｎｐｏｐｉｔ ＝ ∑Ｍ

ｍ ＝ －Ｇ
βｍＤｉꎬｔ －ｍ ＋ δＸ ｉｔ ＋ λ ｉ ＋ κｔ ＋ εｉｔ (２)

式(２)中:Ｄｉꎬｔ－ｍ表示 ｉ 城市是否在时点 ｔ 前 ｍ 期成为重点控制城市ꎻ{βｍ}Ｍ
ｍ＝－Ｇ表示动态效应

的大小ꎬ经济学者通常更加关注政策的累积效应ꎬ即不同时期 ｋ 的 ∑ ｋ

ｍ ＝ －Ｇ
βｍ 代表政策的累

积效应ꎮ 为了更好展示环境规制政策的累积效应和环境规制政策影响时期外的累积政策效

应ꎬ本文将借鉴 Ｆｒｅｙａｌｄｅｎｈｏｖｅｎ 等(２０２１)事件研究计量模型设定ꎬ进一步将式(２)变形为:

ｌｎｐｏｐｉｔ ＝ ∑Ｍ＋ＬＭ－１

ｋ ＝ －Ｇ－ＬＧ
βｋＤｉꎬｔ－ｍ＋ βＭ＋ＬＭＤｉꎬｔ－Ｍ－ＬＭ

＋ β－Ｇ－ＬＧ－１(１－Ｄｉꎬｔ＋Ｇ＋ＬＧ)＋δＸ ｉｔ＋λ ｉ＋ κｔ＋εｉｔ

(３)
式(３)中:ＬＧ 和 ＬＭ 分别表示 ｔ－Ｇ 期前的 ＬＧ 期和 ｔ＋Ｍ 期后的 ＬＭ 期ꎬ且 ＬＧ ≥ ０ꎬＬＭ ≥ ０ꎻ
Ｄｉꎬｔ－Ｍ－ＬＭ表示地级市 ｉ 是否在 ｔ 期前的至少 Ｍ＋ＬＭ 期成为重点控制城市ꎬ(１－Ｄｉꎬｔ＋Ｇ＋ＬＧ)表示地

级市 ｉ 是否在 ｔ 期后的 Ｇ＋ＬＧ 期成为重点控制城市ꎮ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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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ꎬ其他稳健估计量ꎮ 稳健 ＤＩＤ 估计量分为三类:一是加权组群－时间的 ＡＴＴꎬ二是

通过相对事件时间的平衡堆叠ꎬ三是插补法ꎬ都是避免使用已处理个体作为对照组来得到

ＤＩＤ 估计量ꎬ所以能解决多期 ＤＩＤ 中的时间异质性问题ꎮ 本文使用 Ｃｅｎｇｉｚ 等(２０１９)、Ｓｕｎ 和

Ａｂｒａｈａｍ(２０２１)的估计方法ꎮ Ｃｅｎｇｉｚ 等(２０１９)方法的原理是堆叠ꎬ即将数据集重组为相对事

件时间而非日历时间ꎬ把时序差分问题转换为两个组群的研究设计ꎮ Ｓｕｎ 和 Ａｂｒａｈａｍ(２０２１)的
方法属于加权组群－时间的 ＡＴＴ 类别ꎬ原理是将样本中“好”的 ２×２ＤＩＤ 组群－时间进行配对ꎮ

(四)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本文实证分析使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 年中国 ２７５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ꎬ涉及的变量

指标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以及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等ꎬ主要变量如下:
城市人口( ｌｎｐｏｐｉｔ):ｔ 期城市 ｉ 的人口规模ꎮ 本文使用年末总常住人口的对数来表示城

市人口规模ꎬ并分析年末总户籍人口和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ꎻ城市

人口结构分别为同期城市的大专及以上人口、各个年龄段人口的数量及其在常住人口中的

占比ꎬ来自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资料ꎻ城市位序借鉴 Ｄｅｓｍｅｔ 和 Ｒｏｓｓｉ
－Ｈａｎｓｂｅｒｇ(２０１３)的方法ꎬ以 ｔ 期 ｉ 城市常住人口数量在全部城市排名倒数的对数值表示ꎮ

双重差分项(ｄｉｄｉｔ):ｔ 期城市 ｉ 是否为大气清洁行动计划重点控制城市的虚拟变量ꎬ如果

样本城市成为重点控制城市ꎬ则赋值为 １ꎻ否则赋值为 ０ꎮ “大气十条”行动中划定的重点控

制城市为 ２９ 个ꎬ“蓝天保卫战”行动中确定的重点控制城市共 ６５ 个ꎮ
控制变量(Ｘ ｉｔ):根据研究主旨与既有文献ꎬ城市层面控制变量包括:城市经济发展水

平、地方政府教育支出、城市人均收入水平、地方政府财政水平、城市产业结构、城市消费规

模和城市固定资产投资ꎮ
表 １ 报告本文主要变量的定义与统计性描述结果ꎬ被解释变量年末总常住人口对数与

年末总户籍人口对数的均值分别为 １３.９２ 和 １３.８６ꎬ其中常住人口对数最小值为 ９.２５ꎬ最大值

为 ２２.１９ꎬ表明中国各城市人口规模存在较大差异ꎮ

　 　 表 １ 　 　 主要变量和定义和统计性描述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常住人口( ｌｎｐｏｐ) 年末总常住人口对数 ３ ５１２ １３.９２ ０.８６ ９.２５ ２２.１９
户籍人口 年末总户籍人口对数 ３ ５６３ １３.８６ ０.７９ １１.９３ １７.１５
高学历人口数量 大专及以上人口对数 ８２３ １２.７０ ０.９４ １０.４３ １６.０３
高学历人口占比 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８２３ ０.１２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４５
０－１４ 岁人数 ０－１４ 岁常住人口对数 ５５０ １３.２８ ０.７８ １０.４４ １５.４４
１５－６４ 岁人数 １５－６４ 岁常住人口对数 ５５０ １４.９３ ０.７２ １２.２２ １７.０４
６５ 岁及以上人数 ６５ 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对数 ５５０ １３.３０ ０.７７ １０.２４ １５.７６
城市位序 城市人口位序倒数的对数 ３ ５１２ －４.６１ ０.９６ －５.６２ ０
经济发展水平( ｌｎｐｇｄｐ) 人均 ＧＤＰ 对数 ３ ５１２ １０.７５ ０.６７ ２.７９ １５.６８
地方政府教育支出( ｌｎｅｄｕ) 教育事业费支出对数 ３ ５６５ １０.２７ １.６３ －０.９４５ １６.２５
城市人均收入( ｌｎｐｗａｇｅ) 职工平均工资对数 ３ ５１４ １０.７０ ０.４４ ８.４７ １３.２６
地方政府财政水平( ｌｎｆｅ)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对数 ３ ５６６ ２３.６２ ０.９０ １９.３１ ２７.４５

城市产业结构( ｉｓ)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
(％) ３ ５５４ ４８.６２ １２.１３ ９.７４ ９０.９７

城市消费规模( ｌｎｓａｌ)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对数 ３ ５４７ ２３.７７ １.３１ １３.７７ ２８.０９
城市固定资产投资( ｌｎｆａｓ)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对数 ３ ４３６ ２４.１４ １.１９ １４.９２ ２８.０２
空气流通系数(ｖｃ) 大气边界高度×１０ 米风速 ３ ５７５ ２０５８.３２ ９０９.３５ ７９.３４ ８９７４.９９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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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与平行趋势检验

多期 ＤＩＤ 模型基准回归结果见表 ２ꎬ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城市年末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ꎮ
常住人口第(１)列未加控制变量ꎬ结果显示 ｄｉｄｉｔ回归系数为 ０.０５８ꎬ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ꎻ
第(２)列控制地区－年份双向固定效应以及一系列城市特征变量ꎬ结果与第(１)列基本保持

一致ꎬ核心解释变量 ｄｉｄｉｔ系数为 ０.０７０ 并在 １％水平上显著ꎮ 从基准估计结果可以看出ꎬ与
非重点控污城市相比ꎬ大气清洁行动有助于重点控污城市更多地吸引人口流入ꎬ从而对其

城市规模扩大产生了显著的正效应ꎮ 年末户籍人口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也显示出同样

的结果ꎬ控制地区－年份固定效应以及控制变量后ꎬ回归结果系数为 ０.０８３ 且在 １％水平上

显著ꎬ证明大气清洁行动对重点控污城市户籍人口的作用更大ꎮ 此外ꎬ本文还借鉴 Ｃｈｅｎ
等(２０２２)的做法ꎬ将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 ２０１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

查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检验ꎬ双重差分项系数同样显著为正ꎬ这也证明本文研究结果

稳健可信ꎮ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年末常住人口 年末户籍人口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１) (２) (１) (２) (１) (２)
ｄｉｄｉｔ ０.０５８∗∗∗ ０.０７０∗∗∗ ０.０７２∗∗∗ ０.０８３∗∗∗ ０.１５６∗∗∗ ０.１４０∗∗∗

(２.６８) (２.８９) (３.５１) (２.８２) (２.６４) (２.９５)
＿ｃｏｎｓ １３.９１７∗∗∗ １４.３９０∗∗∗ １３.８５４∗∗∗ ８.６５８∗∗∗ １４.２９０∗∗∗ １９.３３５∗∗∗

(３００２.３２) (９.６６) (３１２６.５６) (６.６) (２５.３９) (９.０３)
控制变量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数目 ３ ５１２ ３ ３２６ ３ ５６３ ３ ３２５ ８１２ ７７２
Ｒ２ ０.００２２ ０.６３４５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６４９ ０.０１５６ ０.４２１８

　 　 注:括号内数值为 ｔ 值ꎻ∗、∗∗、∗∗∗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 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ꎮ 以下各
表同ꎮ

ＤＩＤ 模型中政策效应评估结果成立需要满足平行趋势假设ꎬ即如果没有政策干预的情

况下ꎬ结果变量在不同组别的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ꎮ 本文使用事件分析法来进行平行趋

势检验ꎬ设定以下计量回归方程:

ｌｎｐｏｐｉｔ ＝ α ＋ ∑ ６

ｋ > －７ꎬ ｋ≠－ １
βｋＤｉｔ ＋ δＸ ｉｔ ＋ λ ｉ ＋ κｔ ＋ εｉｔ (４)

式(４)中:Ｄｉｔ是一系列年份虚拟变量ꎬ表示设立为大气清洁行动计划重点控制城市这一事

件ꎬ覆盖大气清洁行动实施的前后 ６ 年ꎮ 以指定重点控制城市前一年为基准年ꎬβｋ代表一系

列估计值ꎮ βｋ具体含义为相比于政策前一年ꎬ在 ｋ 年实验组和对照组中城市人口有无系统

差异ꎮ 参数 βｋ在 ｋ<０ 时不显著ꎬ则可以通过平行趋势检验ꎮ 事件分析法回归结果如图 ２ 所

示ꎬ被指定为重点控制城市的环保政策实施期前ꎬ各期的年份虚拟变量回归系数均不显著ꎬ
显示大气清洁行动实施前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城市人口规模发展趋势不存在显著性差异ꎬ在
ｋ＝ １时回归系数显著大于 ０ꎬ表明大气清洁行动后重点控制城市显著地吸引了更多人口流

入ꎬ而且政策效果存在一定时滞性ꎮ 因此ꎬ本文中多期 ＤＩＤ 模型设定通过平行趋势假设ꎮ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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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二)偏误诊断与稳健估计量

根据 Ｇｏｏｄｍａｎ－Ｂａｃｏｎ(２０２１)的分析ꎬ本文中的第三组是“不好”对照组ꎬ可能造成 ＴＷＦＥ
估计量的偏误ꎮ Ｂａｃｏｎ 分解结果见表 ３ꎬ可以发现“后设立重点控制的城市”ｖｓ “先设立重点

控制的城市”平均 ＤＩＤ 估计量为－０.０５８ꎬ但其权重仅为 ２.４％ꎬ因此这类 ２×２ＤＩＤ 对总的 ＤＩＤ
估计量影响比较小ꎮ 第一组“设立重点控制的城市” ｖｓ“从未设立重点控制的城市”权重为

８９.６％且估计量为 ０.０５８ꎬ这类 ２×２ＤＩＤ 导致 ＴＷＦＥ 估计量最终平均处理效应为正ꎬ但是第三组

可能会降低 ＴＷＦＥ 估计量ꎬ即低估重点控制城市设立显著地增加其城市人口的效应ꎮ

　 　 表 ３ 　 　 无控制变量的 Ｂａｃｏｎ 分解
ＤＩＤ 对照 权重 平均 ＤＩＤ 估计量

处理 ｖｓ 从未处理 ０.８９６ ０.０５８
先处理 ｖｓ 后处理 ０.０８１ ０.０４７
后处理 ｖｓ 先处理 ０.０２４ －０.０５８

　 　 注:ｖｓ 左边代表实验组ꎬ右边代表对照组ꎮ

进一步观察无控制变量的 Ｂａｃｏｎ 分解图(图 ３)ꎬ图 ３ 中每个点代表一类 ２×２ＤＩＤꎬ横轴为

权重ꎬ纵轴为 ２×２ＤＩＤ 估计量ꎬ实线代表 ＴＷＦＥ 总估计量ꎮ 图 ３ 中最右边上下两个点的 ２×
２ＤＩＤ 权重比较大且系数为正ꎬ最左下角的点存在负效应ꎬ但其权重接近 ０ꎬ因此对 ＴＷＦＥ 估

计量最终平均处理效应影响不大ꎮ
根据式(３)事件研究法的结果见图 ４ꎬ表示大气清洁行动对城市人口影响的事件研究结

果ꎮ 图 ４ 中纵轴为动态处理效应估计量ꎬ０ 点处的括号内数值表示处理时点前一期结果变量

的均值ꎻ横轴表示政策时点ꎬ设置初次处理时点为 ０ꎮ 实心圆点为点估计量ꎬ实心圆点上下的

横杠代表 ９５％的置信区间ꎮ 图 ４ 结果显示重点控制城市实施环境规制对城市人口有正效

应ꎮ 在大气清洁行动实施前的时间虚拟变量系数均不显著ꎬ表明大气清洁行动实施前实验

组和对照组不存在显著的差异ꎮ 大气清洁行动实施后ꎬ政策效应并没有立即显现ꎬ直到政策

实施后的第 ２—６ 年重点控制城市的人口才显著地增长ꎮ 此外ꎬ图 ４ 还表明实施大气清洁行

动计划后的第 ５ 年重点控制城市的人口增长效应达到最高峰ꎬ即常住人口扩大了０.１５％以

上ꎬ从而使得城市人口增加 １４.６９％以上(１４.５４％＋０.１５％)ꎮ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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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两个 ｐ 值表示拒绝原假设“没有处理前的趋

势”、“所有的动态效应都已经显示”的概率ꎮ

　 图 ３　 无控制变量的 Ｂａｃｏｎ 分解图 图 ４　 事件研究图　 　

除事件研究法之外ꎬ本文采用 Ｃｅｎｇｉｚ 等(２０１９)、 Ｓｕｎ 和 Ａｂｒａｈａｍ(２０２１)等提出的稳健估

计量来评估重点控制城市对城市人口的影响(图 ５)ꎮ 图 ５ 中圆点表示估计量ꎬ阴影部分表示

９５％置信区间ꎮ 从这两类稳健估计量结果发现ꎬ处理前估计量比较小且均不显著ꎬ说明重点和

非重点控制城市在环保政策实施前人口并没有系统性差异ꎮ 稳健估计系数在大气清洁行动后

均显著为正ꎬ说明相比非重点控制城市ꎬ大气清洁行动促进了重点控制城市的人口规模扩大ꎮ

图 ５　 其他稳健估计量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１.工具变量及内生性

本文使用空气流通系数作为工具变量(ＩＶ)ꎬ不可识别检验的原假设是工具变量识别不
足ꎬ可见两个被解释变量的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 ｐ 值为 ０ꎬ即拒绝原假设(１％显著

性水平)ꎬ因此不存在不可识别问题ꎻ弱工具变量检验的原假设为存在弱工具变量ꎬ可以发现

两个被解释变量的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分别为 ５４７.９６６ 和 ５５８.７７２ꎬ且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
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分别为 ３２３.０４１ 和 ３３３.３４９ꎬ均大于 Ｆ 值为 １０％的临界值 １６.３８ꎬ说明

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ꎮ 表 ４ 报告了工具变量估计的第二阶段估计结果:无论被解释变量
是年末常住人口还是年末户籍人口ꎬ仍然发现交互项 ｄｉｄｉｔ回归系数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

验ꎬ其符号与基准回归基本保持一致ꎮ 工具变量回归同样报告了将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作为

被解释变量的实证结果ꎬ其与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数据的结果非常接近ꎬ再次证明本文研究

结论稳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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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４ 　 　 工具变量估计解决内生性
年末常住人口 年末户籍人口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ｄｉｄｉｔ ０.１４３∗∗∗ ０.１８０∗∗∗ ０.１５６∗∗∗

(３.１０) (４.１８) (３.３８)
＿ｃｏｎｓ －０.７６６ －０.１６５ －５.５２６∗∗

(－０.８６) (－０.１８) (－２.８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数目 ３ ３２６ ３ ３６２ ５３２
Ｒ２ ０.９２７５ ０.９１８０ ０.９８５６

２.安慰剂检验

为了证明本文研究结论是否存在遗漏变量的影响ꎬ本文随机选择环保政策实施的年份

进行两组安慰剂检验:(１)在时间变量中随机抽取 ２７５ 个数据依次作为 ２７５ 个城市的政策时

间ꎬ按照 ＤＩＤ 模型式(１)进行回归估计ꎬ然后将上述随机实验重复 ５００ 次ꎬ结果如图 ６(ａ)所
示ꎮ (２)先将数据按照地级市分组ꎬ在每个地级市组内的时间变量中随机抽取一个年份作为

其政策实施时间ꎬ进行双向固定效应 ｄｉｄｉｔ回归ꎬ然后重复随机实验 ５００ 次ꎬ结果如图 ６(ｂ)所
示ꎮ 图 ６ 报告了两种类型的随机实验后 ５００ 个 ｄｉｄｉｔ回归系数的分布情况以及 ｐ 值ꎮ 可以发

现ꎬ两幅图的回归系数分布集中在 ０ 附近ꎬ并且大部分系数 ｐ 值大于 ０.１ꎬ同时ꎬ回归系数远

小于本文的真实估计值 ０.０７０ꎮ 结果表明ꎬ本文研究结果可以排除遗漏变量带来的影响ꎮ

　 　 注:横轴表示 ５００ 个随机实验 ｄｉｄｉｔ回归系数ꎮ 细曲线是估计的核密度分布ꎬ细曲线下的粗点是其对应

的 ｐ 值ꎬ虚垂线是本文表 ２ 第(２)列真实估计值 ０.０７０ꎮ 水平线对应 ｐ 值为 ０.１ꎮ
图 ６　 安慰剂检验图

综合以上结果ꎬ本文利用 ＤＩＤ 模型评估大气清洁行动对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ꎬ得出大气

清洁行动有助于重点控污城市提升对人口的吸引力ꎬ双向固定效应的估计量较为稳健ꎮ 即

使在考虑最新稳健估计量的情况下ꎬ交叠 ＤＩＤ 的 ＴＷＦＥ 估计结果依然稳健ꎮ 同时ꎬ这一实证

结论也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ꎮ 因此ꎬ假说 １ 得到了实证结果的支持ꎮ
(四)城市特征异质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要素禀赋和发展阶段等城市特征在环境规制对人口流动中的异质性作

用ꎬ本文参考 Ａｓｈｒａｆ 等(２０２０)的做法ꎬ在双重差分项中加入表示城市发展阶段和要素禀赋的

虚拟变量ꎬ考察大气清洁行动对发展阶段与要素禀赋不同城市的人口流动影响ꎮ
由于城市产业结构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第一二产业占比逐渐下降而第三产业占比不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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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ꎬ因此本文使用第二产业占比虚拟变量衡量城市发展阶段差异ꎬ即城市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大于 ５０％ꎬ则该城市为工业型城市ꎬＤ 取值为 ０ꎻ反之ꎬ该城市以服务业为主ꎬＤ
取值为 １ꎮ 同时ꎬ通过是否为资源型城市来衡量城市要素禀赋差异ꎬ本文以 ２０１３ 年国务院颁

布的全国 ２６２ 个资源型城市名单为基础ꎬ若样本城市在资源型城市名单中ꎬＤ 取值为 ０ꎬ反之

取 １ꎮ 将城市发展阶段和禀赋差异变量(Ｄ)与 ｄｉｄｉｔ交乘项进行回归ꎮ 结果如表 ５ 所示ꎬ不论

是否控制城市特征变量ꎬ两组交乘项估计系数均显著大于 ０ꎬ说明城市处于服务业为主的发

展阶段ꎬ大气防治政策对人口流动的效果更明显ꎻ城市要素禀赋偏向资源型ꎬ那么实施大气

污染防控对人口流动的影响较小ꎬ这就进一步证明了理论假说 １ 的内容ꎮ

　 　 表 ５ 　 　 大气清洁行动中城市特征异质性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分析结果
产业结构 资源型城市

(１) (２) (１) (２)
Ｄ×ｄｉｄｉｔ ０.０５４∗∗ ０.０７２∗∗∗ ０.０７９∗∗∗ ０.１０４∗∗∗

(２.２５) (３.３９) (３.１３) (３.７４)
＿ｃｏｎｓ １３.９１８∗∗∗ １４.４１２∗∗∗ １３.９１７∗∗∗ １４.４６６∗∗∗

(３０６７.９９) (９.６３) (３０５３.４３) (９.７４)
控制变量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数目 ３ ５１２ ３ ３２６ ３ ５１２ ３ ３２６
Ｒ２ ０.００１６ ０.６７４１ ０.００１８ ０.６７６４

五、进一步分析

大气清洁行动提升了重点控污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ꎬ但是如何影响流入人口的结构和

城市层级变化? 本文将继续对此展开分析ꎮ
(一)大气清洁行动对城市人口结构影响分析

本文重点关注不同学历和年龄的人口对城市大气环境质量的敏感度ꎮ 本文将常住人口

学历水平划分为两组进行实证分析:高中及以下学历水平和大专及以上学历水平ꎮ 其中高

学历被解释变量包含两个:(１)大专及以上学历总人数ꎻ(２)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数占总人数

比重ꎮ 同时按照年龄结构将样本分为三组ꎬ即 ０－１４ 岁、１５－６４ 岁和 ６５ 岁及以上的人口ꎮ
实证结果如表 ６ 所示ꎬ对于学历结构ꎬ可以发现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数及其占比这两列系

数均显著为正ꎬ高中及以下学历人数的回归系数未通过 １０％统计显著水平ꎬ说明城市的治污

政策并不会影响较低学历的劳动力流入ꎬ然而较高学历的劳动力重视城市空气治污行动ꎬ这
一结论也得到之前研究结果的支持(张海峰等ꎬ２０１９)ꎮ 对于年龄结构ꎬ整体而言治污政策对

劳动力迁移的影响随年龄减少而逐渐增大ꎻ分组结果显示 ０－１４ 岁年龄人口和 １５－６４ 岁年龄

人口两组政策交互项结果显著为正ꎬ且 ０－１４ 岁年龄人口这组系数比 １５－６４ 岁年龄人口这组

系数要大ꎬ而 ６５ 岁及以上年龄人口这组结果并不显著ꎬ这一结论得到了张海峰等(２０１９)、
Ｃｈｅｎ 等(２０２２)研究结果的支持ꎮ 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包括:一方面ꎬ儿童身体处于发育阶

段ꎬ空气污染对孩子伤害相对更大ꎬ家长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而迁移ꎻ另一方面ꎬ由于人口流

动的迁移摩擦存在(Ｔｏｍｂｅ ａｎｄ Ｚｈｕꎬ２０１９)ꎬ在职人口甚至是高学历高收入在职人口克服迁

移摩擦的能力相对老年人更大ꎬ因此 １５－６４ 岁年龄人口对空气治污政策响应更为显著ꎻ此
外ꎬ适婚 /育龄在职人口的流动会引起子女随迁或在流入城市婚育ꎬ这也是 ０－１４ 岁年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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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气治污政策更敏感的原因ꎮ

　 　 表 ６ 　 　 大气清洁行动对城市人口结构影响的实证结果
受教育程度 年龄结构

高中及以下
学历人数

大专及以上
学历人数

大专及以上
学历人数占比

０－１４ 岁 １５－６４ 岁
６５ 岁及
以上

ｄｉｄｉｔ ０.００１ ０.０８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７０∗∗ ０.０６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３) (２.８０) (３.８３) (２.０９) (１.８７) (０.３９)

＿ｃｏｎｓ １１.２３１∗∗∗ ９.１７１∗∗∗ ０.２９６∗ ６.０７４∗∗∗ １２.８２２∗∗∗ １４.５９８∗

(８.４７) (６.３７) (１.８０) (４.２１) (８.１６) (６.５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数目 ７５２ ７５２ ７５２ ４６４ ４４８ ４４８
Ｒ２ ０.０７８５ ０.０７８５ ０.０２５８ ０.３２４７ ０.１１２４ ０.０３６１

当前ꎬ中国城市发展与竞争的实质是对人的竞争ꎮ 高素质人力资源短缺和人口结构老

龄化是制约城市发展的两大瓶颈ꎮ 本文的异质性分析从城市大气污染治理对城市人口学历

和年龄结构影响展开ꎬ研究结论表明大气清洁行动优化了重点控污城市的学历结构与年龄

结构ꎬ促进城市人力资源的积累ꎬ不仅证实了本文理论假说 ２ 的内容ꎬ而且对城市管理者转

变城市发展思路ꎬ积极主动治理大气污染有重要的启示ꎮ
(二)大气清洁行动对城市层级的影响

城市层级主要是由城市人口分布决定ꎮ 大气清洁行动造成城市人口的重分布ꎬ进一步

地ꎬ人口重新分布对城市层级变化会产生什么影响? 本文借鉴 Ｄｅｓｍｅｔ 和 Ｒｏｓｓｉ －Ｈａｎｓｂｅｒｇ
(２０１３)分析城市层级变化的思路ꎬ将城市人口规模在全体城市中排名倒数的对数作为被解

释变量ꎬ继续使用实证模型(１)进行研究ꎮ 表 ７ 中的第(１)与(２)栏分别报告了 ＤＩＤ 模型和

ＩＶ 估计的实证结果ꎮ 在 ＤＩＤ 估计结果中ꎬ不论是否控制城市特征变量ꎬ双重差分项的估计

系数均显著大于 ０ꎻ同时ꎬ为了排除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或反向因果关系而进行 ＩＶ 估计ꎬ实
证结果同样显著为正ꎮ 实证结果证明相比非重点控制城市ꎬ大气清洁行动导致重点控制城

市以更快的速度吸引人口流入ꎬ显著地提高了其在城市层级中的地位ꎮ

　 　 表 ７ 　 　 大气清洁行动对城市层级影响的实证结果
(１) (２)

ＤＩＤ 模型 ＩＶ 估计
ｄｉｄｉｔ ０.０３７∗∗ ０.０５１∗∗∗ ０.１５６∗∗∗

(２.１４) (３.３２) (３.１１)
＿ｃｏｎｓ －４.６１６∗∗∗ －５.９０１∗∗∗ －１６.０２０∗∗∗

(－１２５０.３９) (－１１.２１) (－１８.２９)
控制变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数目 ３ ５１２ ３ ３２６ ３ ３２６
Ｒ２ ０.００１４ ０.３０９２ ０.９６６８

图 ７ 汇报了城市层级平行趋势检验的回归结果ꎬ可以发现在设立重点控制城市的大气

清洁行动计划实施期之前ꎬ各期的年份虚拟变量回归系数均不显著ꎬ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

城市层级体系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ꎬ满足平行趋势假设ꎮ 当 ｋ＝ ２ 时回归系数显著大于 ０ꎬ表
明大气清洁行动计划开始后第二年重点控制城市在中国城市层级中的位序开始提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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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城市层级的平行趋势检验图

为了诊断大气清洁行动计划对城市层级的估计量是否存在偏误ꎬ本文再次使用 Ｂａｃｏｎ
分解法ꎮ 如表 ８ 所示ꎬ“后设立重点控制的城市” ｖｓ “先设立重点控制的城市”其权重仅有

２.４％ꎬ因此对 ＴＷＦＥ 估计量最终平均处理效应影响不大ꎮ 图 ８ 汇报了基于 Ｃｅｎｇｉｚ 等(２０１９)稳
健估计量的结果ꎬ图中圆点表示估计量ꎬ阴影部分表示 ９５％置信区间ꎮ 政策处理前的估计量均

不显著ꎬ这意味着大气清洁行动计划实施前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城市层级没有出现系统性差异ꎮ

　 　 表 ８ 　 　 城市层级的无控制变量的 Ｂａｃｏｎ 分解
ＤＩＤ 对照 权重 平均 ＤＩＤ 估计量

处理 ｖｓ 从未处理 ０.８９６ ０.０３２
先处理 ｖｓ 后处理 ０.０８１ ０.０５９
后处理 ｖｓ 先处理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７

　 　 注:ｖｓ 左边代表实验组ꎬ右边代表对照组ꎮ

图 ８　 城市层级的稳健估计量

综合以上实证分析结果ꎬＤＩＤ 模型得到的估计量较为稳健ꎬ即使在考虑了最新稳健估计

量的情况下ꎬ交叠 ＤＩＤ 的 ＴＷＦＥ 估计结果依然稳健ꎮ 因此ꎬ大气清洁行动提高了重点控制城

市在城市层级中的位序ꎬ本文理论假说 ３ 的内容得到实证结果证明ꎮ 由此可见ꎬ地方政府通

过实施环保政策可以提升本地在中国城市层级体系中的位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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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和启示

人口流动是否受到大气污染控制政策的影响? 本文将国家级大气清洁行动作为准自然

实验ꎬ利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 年中国 ２７５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来构建多期 ＤＩＤ 模型ꎬ分析国家大

气清洁行动中的重点控制城市是否因此获得更多人口流入ꎬ并改善人口结构和提升城市位

序ꎬ研究得到了非常稳健的结果ꎮ 本文发现ꎬ大气清洁行动可以提升重点控制城市对环境移

民的吸引力ꎬ促进城市常住与户籍人口增长ꎮ 同时ꎬ大气清洁行动不仅促进了重点控制城市

的人口增加ꎬ而且改善了人口的学历结构和年龄结构ꎬ增加了城市的人力资源积累ꎻ此外ꎬ在
大气清洁行动后大气污染重点控制城市在中国城市层级体系中的位序显著提升ꎮ

当前ꎬ地方政府一方面需要满足美丽中国建设的绩效考核ꎬ另一方面还要面对城市序位

竞争的压力ꎮ 地方政府如何才能做到两全? 根据本文研究结论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一方面ꎬ建立合理的劳动力引进政策ꎮ 对于本地劳动力ꎬ地方政府进行劳动力技术、技能

培训ꎬ鼓励劳动力就地就业和创业ꎬ并加强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等公共服务能力建设ꎬ避免劳动

力过度流失ꎮ 各地人才引进政策影响城市人力资源积累ꎬ从而影响当地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

高质量发展ꎮ 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依靠高学历劳动力ꎬ然而高学历劳动力对

空气污染敏感性更强ꎮ 所以各地人才引进计划中除大幅度提高城市收入和福利补贴外ꎬ还不

能忽略高学历劳动力对宜居性的要求ꎬ以优质的城市环境吸引人才的效果可能会更好ꎮ
另一方面ꎬ实施积极的环境保护政策ꎮ 首先ꎬ落实“大气十条”和“蓝天保卫战”等政策

要求ꎬ结合当地实际中存在的问题制定针对性的规范和制度ꎬ通过加强责任落实力度提高奖

惩制度的有效性ꎮ 其次ꎬ重视源头治理工作ꎬ加大违规行为惩戒力度ꎬ从行政和经济两方面

对污染源头产生的相关企业和部门进行惩罚ꎮ 再者ꎬ加强对群众和企业的宣传工作ꎬ使其意

识到空气污染的危害性从而自发地参与节能减排ꎮ 最后ꎬ积极引入先进环保技术和方法ꎬ提
高节能减排工作的质量和效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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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ꎬ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ｉｚｅ
ｏｆ ｋｅｙ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ＣＡＡ ｈａｄ ａ ｍｏｒ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ｙｏｕｎｇ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ꎬ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ａｇ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ｋｅｙ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ꎬ ＣＡＡ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ａｎｋ ｏｆ
ｋｅｙ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ｓ ｃｉｔｙ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ａｎｔｉ －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ｉｄｅａ ｔｏ
ａｔｔｒａｃｔ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ｃｉｔｉ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ｌｅａｎ Ａｉｒ Ａｃｔｉｏｎｓꎬ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ꎬ Ｃｉｔｙ Ｓｉｚｅꎬ Ｃｉｔｙ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ꎬ ＴＷＦ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２３ꎬＪ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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